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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演变及其相互关系是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的热点领域。以陕西省107个县(区、市)为
研究对象,采用熵权TOPSIS法、协调性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等方法,探索其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

及其协调性的空间非均衡性。结果表明:(1)2000—2016年陕西省各县域土地利用效益均稳步提升,其中经济效益

提升幅度最大;(2)各县域城镇化水平均有所提高,其中关中地区整体最高,但增长较缓慢;榆林市和汉中市、安康市

整体最低,且增长缓慢;(3)除生态效益外,各县域土地利用经济、社会和综合效益与城镇化协调性总体较好;土地利

用效益与城镇化协调性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并表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根据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发展速度不

同,可将二者协调性关系划分为城镇化滞后型或者综合(或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滞后型。研究结果可为科学管理城

镇化建设的同时,实现土地集约高效利用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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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paneldataof107countiesordistrictsinShaanxiProvincein2000and2016,weestablished
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indexsystemoflandusebenefitstoanalyzethespatiotemporalcharacteristics
oflandusebenefits.Andthenwemeasuredspatialheterogeneityofthecoordinationbetweenlanduse
efficiencyandurbanizationatthecountylevelbasedonthemethodsofcoordinationindexandexploratory
spatialdataanalysis.Themainresultsweresummedupasfollows.(1)From2000to2016,landusebenefits
increasedsteadily,inwhicheconomicbenefitwasthefastest.(2)UrbanizationofcountiesinShaanxiProv-
incehadbeenimproved.UrbanizationofGuanzhongregionasawholewasthehighest,buturbanizationof
Yulin,Hanzhong,andAnkangCitiesweregenerallythelowest,andincreasedslowest.(3)Thecoordination
ofurbanizationandlandusebenefits,includingeconomic,socialandcomprehensivebenefitsexceptfor
ecologicalbenefit,wasgenerallywell.Inaddition,thecoordinationbetweenlandusebenefitsandurbaniza-
tionhaddistinctlydifferentpatternsindifferentregions,andshowedthestrongtendencyofspatialagglom-
erations.Accordingtothedifferentdevelopmentspeedoflandusebenefitsandurbanization,theircoordina-
tionrelationshipcouldbedividedintourbanizationlagtypesoreconomic(orsocial,ecological,comprehen-
sive)benefitlagtypes.Theresearchresultscanprovidethereferenceforthescientificmanagementofurban-
izationandtherealizationofintensiveandefficientlanduse.



Keywords:landusebenefits;urbanization;spatial-temporalvariation;coordination;ShaanxiProvince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镇用地不断

增加,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如何高效、合理利用土

地成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1]。土地利

用效益即单位面积土地投入与消耗在区域的社会、经
济、生态等方面所实现的物质产出或有效成果[2],土
地利用效益评价是衡量土地利用合理性与可持续性

的重要标度,是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参考依据,是近

年来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城镇化是指农村

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
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人口、经济、建设用地、社
会消费等的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3]。新世纪以来,中
国城镇化进程迅速推进,加速了城市就业人口的增

长,创造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变了土地的利用模

式,加大了土地开发利用强度。但是,“摊大饼式”、
“冒进式”发展也导致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如建设

用地迅速扩张、耕地数量受到威胁,生态环境不断恶

化,“城市病”问题日益凸显[4-5]。
随着人口和经济规模逐渐接近或超过土地资源

承载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城镇化关系日益受到

重视,将土地利用效益置于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分
析城镇化进程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也成为重

要的科学命题[6-7]。学者们主要通过建立土地利用效

益及城镇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得出二者的综合

水平基础上建立了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分析其协调发

展状况的时序变化特征[8-10]。土地利用效益水平与城镇

化发展具有地理空间的非均质性和非均衡性,有学者已

开始关注区域内部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

性,如张明斗等[11]以东北三省、张晓芳等[12]以长江中游

城市群为例,对其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

关系进行研究。但是,城镇化和土地利用效益是一种

动态发展过程,以往研究多是对某一年份土地利用综

合效益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性展开静态分析,缺乏对

某一时期内二者关系变化的动态分析,使得土地利用

各项效益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性及其空间异

质性还尚未厘清。且对各项效益(如经济、社会、生态

等效益)分别与城镇化的协调性分析也鲜有涉及,从
而忽视了二者内在关系的动态过程。

县域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和农业活动不断向县

城地区集中的过程,是减轻农村人口向城市高速流动

所带来的压力、缓解城市的内需不足与市场制约、促
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13]。当前研究区域主要

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研究较少,且

仅是从省域、市域的尺度展开,并未见县域层面的相

关研究,难以揭示省内县域间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

发展关系的地域性,从而为本文进一步研究提供契

机。陕西省位于我国内陆腹地,正当大西北的门户,
是西北地区乃至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区。自2000年

国家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陕西省各县域发展取

得了长足进步,非农业用地或农业用地转为城市建设

用地,强烈的土地需求对土地利用的强度和效益等产

生较大影响。基于此,本文以陕西省107个县(市、
区)为基本研究单元,比较、透视各县域土地利用效益

和城镇化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其协调

性特征,对认识区域土地利用问题并制定相应措施提

高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105°29'—111°15'E,31°42'—39°35'N)
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土地面积约20.56万km2,其中

耕地4.00万km2,林地11.19万km2,草地2.85万

km2,城镇村及工矿用地0.8万km2,其他土地1.72
万km2。由北向南可以分为陕北高原、关中平原和秦

巴山地3个地貌区,由此形成陕北、关中、陕南3个发

展区域,其中关中地区包括西安市、铜川市、宝鸡市、
咸阳市、渭南市及杨凌示范区;陕南地区包括汉中市、
安康市和商洛市;陕北地区包括延安市和榆林市。三

大区域不仅自然条件差异较大,而且经济社会状况也

不尽相同,其中关中地区GDP为12525.19亿元,陕
南地区为2691.48亿元,陕北地区为3855.96亿元;
关中地区总人口为2401.74万人;陕南地区为847.40万

人;陕北地区为563.48万人。2016年陕西省GDP为

19399.59亿元,一、二、三产业比为8.73∶48.92∶42.35。

2012年陕西省人口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

50.02%,2016年为55.34%,平均增幅水平高于全国

同期水平,位居西部地区前列,但在经济持续发展、人
口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其县域城镇化率不平

衡性较大。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陕西省107个县域,包括83个县级单

元(含3个县级市),23个市辖区和1个杨凌示范区

为研究单元,选取2000年和2016年两个时间断面。
研究数据,如区域土地总面积,农用地面积(即耕地、
园地、林地与草地面积之和),建设用地面积(即城镇

村及工矿用地与交通运输用地面积之和),生态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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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即园地、林地、草地与水域面积之和)等来源于

2000年、2016年陕西省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集;区域总

人口、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城镇人口、粮食总产量等社

会经济数据来源于2001年、2017年陕西省统计年

鉴,其他数据以相应年份各市、县(区、县级市)统计年

鉴中的数据加以补充。

图1 研究区区位示意图

2 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科学地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是运用TOPSIS模型

进行分析的基本前提。县域土地利用效益水平集中

体现在县域尺度下以土地为中心的经济、社会、生态

全面发展。基于此,遵循科学性、系统性、有效性及可

操作 性 等 原 则,综 合 分 析 及 取 舍 已 有 的 研 究 成

果[6,14-15],从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水平等3个维度构

建土地利用效益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土

地利用经济效益是在土地利用过程中投入资本和劳

动后,获得的经济产出,选取地均GDP、单位建设用

地产值和单位农用地产值是对不同产业产值水平的

直接反映;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地均消费品零售额是

对土地开发及其产品消费的经济水平的间接反映。
土地利用社会效益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结果对社会

需求的满足程度及其相应产生的社会影响。因此,选
择人口密度表征人口对土地的总体需求;人均粮食产

量表征土地满足提供食物、养活人口的需求;地均二

三产业从业人员表征土地利用提供就业支撑的能力;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表征土地利用提供给人们的承载

空间。土地利用生态效益是土地利用带来的区域生

态平衡与环境质量等效应,选择地均工业废水排放

量、地均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等表征土地利用过程中

产生的不良环境后果;农用地与建设用地面积之比、
生态用地比重表征土地利用的生态性;工业固体废弃

物综合利用率表征生态环境治理的效果。
表1 土地利用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总目标层 子目标层 权重 指标层 计算方法 权重 功效性

土地

利用

综合

效益

土地利用经济效益 0.340

地均GDP(万元/km2)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km2)
地均消费品零售额(万元/km2)
单位建设用地产值(万元/hm2)
单位农用地产值(万元/hm2)

GDP值/区域土地总面积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区域土地总面积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区域土地总面积

二三产业产值/建设用地面积

一产业产值/农用地面积

0.193
0.201
0.183
0.197
0.225

+
+
+
+
+

土地利用社会效益 0.324

人口密度(%)
地均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人/km2)
人均粮食产量(t/人)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hm2/人)

区域人口数/区域土地总面积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区域土地总面积

粮食(小麦、稻谷、玉米和大豆)产量/区域人口数

建设用地面积/区域人口数

0.238
0.234
0.256
0.272

-
+
+
+

土地利用生态效益 0.336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地均工业废水排放量(104t/hm2)
农用地与建设用地面积之比(%)
生态用地比重(%)
地均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t/hm2)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其综合利用率产生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区域土地总面积

农用地面积/建设用地面积

生态用地面积/区域土地总面积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区域土地总面积

0.204
0.160
0.198
0.222
0.216

+
-
+
+
-

2.2 熵权TOPSIS法

TOPSIS(TechniqueforOrderPreferenceby
SimilaritytoanIdealSolution)是一种逼近理想解

的排序法,即通过在目标空间中定义一个测度,去测

量目标靠近正理想解和远离负理想解的程度[16]。但

是,传统TOPSIS权重的确定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使
评价结果偏离实际[17],而熵权TOPSIS模型对评价

对象和正、负理想解的计算进行了改进,使得评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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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更加客观、可靠,得到了广泛应用,本研究借助该模

型评价区域土地利用效益水平。其计算步骤可参见

曹贤忠等[18]的研究成果。其中,为了消除各指标之

间的量纲差异,采用极值标准化法进行标准化处理,
采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表1)。

以ArcGIS软件为技术支撑平台,采用自然间断

点法对陕西省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水平及其3个分维

度指标进行分等定级,等级划分标准见表2。

2.3 城镇化计算方法

城镇化一般包括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
间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等过程[19],其中人口城镇化

是城镇化的核心,它直接推动经济城镇化过程并引

发了空间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过程,进而使各种城

镇化过程交互耦合在一起[20]。因此本文采用城镇人

口与总人口之比来表征人口城镇化,进而反映城镇

化水平。
表2 土地利用效益水平的等级划分标准

等级 综合效益水平范围 经济效益水平范围 社会效益水平范围 生态效益水平范围

高 Bc>0.418 Be>0.437 Bs>0.339 Bt>0.623
较高 0.320<Bc≤0.418 0.209<Be≤0.437 0.221<Bs≤0.339 0.585<Bt≤0.623
中等 0.266<Bc≤0.320 0.123<Be≤0.209 0.129<Bs≤0.221 0.534<Bt≤0.585
较低 0.200<Bc≤0.266 0.064<Be≤0.123 0.051<Bs≤0.129 0.333<Bt≤0.534
低 Bc≤0.200 Be≤0.064 Bs≤0.051 Bt≤0.333

  注:Bc、Be、Bs 和Bt 分别为综合、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水平指数。

H=
Pc

Pt
(1)

式中:H 表示城镇化率;Pc表示城镇人口;Pt表示区

域总人口。
2.4 协调性指数

协调性指数是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

间协调状况优劣的定量指标[21],将土地利用效益和

城镇化的协调性指数定义如下:

CEU=
E+U
2

/ E2+U2 (2)

式中:E 表示土地利用效益的增长率;U 表示城镇化

率的增长率;CEU表示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协调性

指数,0≤CEU≤1。

当E,U 同为正值或同为负且绝对值相等时,C
=1,表示此时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最为协调;

当E,U 符号相反,且绝对值相等时,C=0,表示两

者最不协调;其他情况介于两者之间,土地利用效

益与城市化的增长速度越匹配,协调性指数越高

(表3)。

表3 土地利用效益和城镇化协调性指数分类

CEU 协调性类型 E 与U 的关系 协调性亚型

0.9<CEU≤1 协调

E>U

E<U

E=U,且E,U 同为正值或同为负

土地利用效益滞后型

城镇化滞后型   
极为协调     

0.8<CEU≤0.9 基本协调
E>U

E<U

土地利用效益滞后型

城镇化滞后型   

0≤CEU≤0.8 不协调

E>U

E<U

E=U,且E,U 一正一负

土地利用效益滞后型

城镇化滞后型   
极不协调     

注:E 为土地利用效益的增长率;U 为城镇化的增长率;CEU为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协调性指数。

2.5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SpatialDataA-
nalysis,ESDA)是用一系列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的

集合,以空间关联测度为核心,通过对事物或现象空间

分布格局的描述与可视化,发现空间集聚和空间异常,
揭示研究对象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22]。本研究引

入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I统计量和局域空间自相关

Getis-OrdG*统计量,对陕西省县域单元土地利用效益

与城镇化协调性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行描述和可视化分

析,并据此测度其空间关联性及集聚特征。
(1)全局空间自相关。采用Queen邻接方式创

建空间邻接矩阵,计算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协调性

指数的 Moran'I值,根据其大小判断空间集聚程度,
其公式如式(3)所示:

Moran'I=
n∑

n

i=1
∑
n

j=1
Wij(Xi-X)(Xj-X)

(∑
n

i=1
∑
n

j=1
Wij)∑

n

i=1
(Xi-X)2

(3)

式中:Xi和Xj分别是单元i和j 的属性值,且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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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是单元的个数;Wij是空间权重矩阵;Moran'I 的

取值范围为(-1,1),其中0<Moran'I<1表示空间

自相关为正;-1<Moran'I<0表示空间自相关为

负;Moran'I=0表示不存在空间自相关。
全局 Moran'I指数检验的标准化统计量为:

Z(I)=
I-E(I)

var(I)
(4)

式中:E(I)和var(I)分别是Z(I)的期望值和方差值。
(2)局部空间自相关。采用Getis-OrdG*统计量

将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协调性指数的高值与低值区

域,即热点区与冷点区进行空间可视化,其公式如下:

G*(d)=
∑
n

j=1
Wij(d)Xj

∑
n

j=1
Xj

(5)

式中:d 是距离;Wij(d)是以距离规则定义的权重,
若单元i和j的距离小于d 时,Wij(d)为1;若单元i
和j的距离大于d 时,Wij(d)为0。

局部Getis-OrdG*指数检验的标准化统计量为:

Z(G*
i )=

G*
i -E(G*

i )

var(G*
i )

(6)

式中:E(Gi
*),var(Gi

*)分别是Gi
* 的期望值和变

异系数。若Z(Gi
*)为正且显著,表明位置i周围的

值相对较高,为高值集聚区(热点区);若Z(Gi
*)为

负且显著,则表明位置i周围的值相对较低,为低值

集聚区(冷点区)。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利用效益时空变化

2000—2016年陕西省县域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呈

现增长趋势(图2A),榆林市北部和关中地区增长较

为明显,其中雁塔区增长最多(0.616),千阳县增长最

少(0.196)。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区域差异较为显著

(图2B),增加幅度较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安市市

辖区 及 榆 林 市 北 部 等,其 中 神 木 县 增 幅 最 大,为

0.877,这主要与西安市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优越的经

济基础,西部大开发为资源富集的榆林市和延安市提

供的有利发展条件有关。除了蓝田县(-0.010)、太
白县(-0.005)、宁强县(-0.003)和勉县(-0.001)的
土地利用社会效益出现略微下降外(图2C),其他县

域均有所上升,其中眉县最为显著,为0.282。生态效

益整体上呈现南北高、中部低的特点(图2D),其原因

主要为陕北地区积极贯彻国家三北防护林、沙漠绿洲

等防沙治沙政策,使未利用土地得到有效利用。同

时,近年来贯彻实施耕地动态平衡政策和退耕还林、
还草工程,使得林地和草地大幅增加;陕南地区几乎

完全处于秦岭山区,森林覆盖率大。值得指出的是,
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比,生态效益区域差异度较

小,且呈现与经济效益分布格局相反的态势。

图2 2000-2016年陕西省县域土地利用效益时空格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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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镇化时空变化

利用自然断点法将2000年、2016年的城镇化率

划分为5个等级,即8.041%~17.948%为低水平,

17.949%~33.287%为较低水平,33.287%~51.026%为

中等水平,51.027%~73.943%为较高水平,73.944%~
100%为高水平。由图3可知,2000—2016年陕西县

域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明显,城镇化率高及较高水平

的县域由10个增加到19个,主要发生在关中地区西

安市、宝鸡市、咸阳市和铜川市,得分较高的前3位依

次是碑林区、新城区、莲湖区,这是因为西安市作为全

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2000年来从西部大开发

的实施到“关中—天水”经济区设立,再到“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以绝对优势处于省内城镇化水平最高的

地位[23],但是由于其本身城镇化率较高,受“天花板

效应”影响,所以增长幅度不大。
咸阳积极努力实施西咸一体化战略,铜川市是陕

西省第二大人口城市,宝鸡重工业发达,保持经济持

续快速稳定增长的同时,城镇化率也在稳步上升。在

商洛市、渭南市和延安市,城镇化率处于中等水平的

县区有所增加,且增长速度多在20%以上,这主要与

当地资源条件以及陕西省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紧密

相关,如陕西省提出“陕北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商洛

一区三县纳入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商丹”一体化的建设等。处于低及较低水平的县区

主要分布在榆林市的南部和汉中市、安康市,这与赵

凯等[24]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其原因可能是其地理位

置和资源禀赋的欠佳,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城镇化进程慢,城镇规模小,城镇化率低。

图3 2000-2016年陕西省县域城镇化空间格局演变

3.3 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协调性

3.3.1 空间集聚特征 利用陕西省县域的土地利用

效益与城镇化协调性指数,对二者空间关联与空间集

聚进行测度。从表4中可以看出,GlobalMoran'sI
指数(GMI)全部为正,检验结果较为显著。表明土地

利用各项效益及综合效益与城镇化的协调性存在显

著的空间正相关性。

表4 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协调性的

全局 Moran'I估计值

参数
经济效益

与城镇化

社会效益

与城镇化

生态效益

与城镇化

综合效益

与城镇化

GMI 0.507 0.406 0.530 0.405
E(I) -0.009 -0.009 -0.009 -0.009
var(I) 0.003 0.003 -0.003 0.003
Z(I) 9.026 7.057 9.572 7.173
P(I) 0.000 0.000 0.000 0.000

3.3.2 区域差异特征

(1)综合效益与城镇化。协调水平整体较好,协
调性指数高值区(热点区)在咸阳市集中连片分布,在
延安市和榆林市多呈点状分布,其中在0.8以上的有

79个县区(图4A);低值区(冷点区)集中分布在宝鸡

市及汉中市西部。
(2)经济效益与城镇化。由图4B可以看出,二

者协调性总体较好,热点区集中分布在榆林市北部、
延安市南部和渭南市东部。注意的是,延安市和榆林

市煤、油、气等矿产资源丰富,能源化工基地、能源支

柱产业不断壮大,经济发展速度极快,土地利用经济

效益与城镇化水平变化速度虽较快,却较难同步,如
神木县、府谷县、横山县等属于协调—城镇化滞后型,
而吴起县、志丹县、宜川县等属于协调—经济效益滞

后型。冷点区域主要在陕西省西南部连片分布,如略

阳县、勉县、宁强县等23个县域的协调性指数均在

0.8以下,属于不协调—城镇化滞后型,表明这些地区

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与城镇化发展差距大,经济效益提

升速度快,而城镇化速度较慢。
(3)社会效益与城镇化。同步程度较高,二者协

调性指数在0.9以上的县区有77个,约占全省的

72%,而在0.8以下仅有7个县域(图4C)。热点区

在延安市和渭南市集中连片分布,冷点区集聚分布在

宝鸡市和安康市。处于协调状态有镇巴县、黄陵县、
南郑县等,这些地区土地利用社会效益和城镇化水平

发展速度均较慢,但其发展速度仍有所差异,其中协

调—城镇化滞后型的县域最多,有54个,主要分布陕

南的安康市、汉中市和陕北地区。
(4)生态效益与城镇化。协调性整体较差,二者

协调性指数在0.8以上的仅有38个县域,其中热点

区零星分布在陕西省西南部;冷点区集中分布在全省

西北部(图4D),这与陕西省环保政策实施的不确定

性以及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使得城镇化水平逐年

提高,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大有关。其中处于不协

调—生态效益滞后型的县域集聚在陕北地区,这表明

榆林市和延安市城镇化增长速度仍远远高于生态效

益改善速度。处于协调状态的县域,其生态效益和城

镇化速度较为缓和,多分布在关中和陕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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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00-2016年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协调类型空间格局

3.3.3 原因分析 就总体而言,陕西省107个县域

的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水平向着利好的方向发展,
除生态效益外,土地利用各项效益及综合效益和城镇

化水平相对协调,但是它们的发展速度并未实现理想

上的完全同步,这与赵静蓉等[25]、席娟等[26]对城市

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研究结论不

谋而合。陕西省各县域的城镇化多滞后于土地利用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超前于生态效益和综合效

益。主要原因在于:
(1)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土地

利用强度,使得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产出比较高,而城

镇化水平提高较慢,从而滞后于经济和社会效益。本研

究中分别有72个和65个县域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利用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约占全省的67.29%和60.75%,特
别是在“陕北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背景下,榆林市和延

安市利用石油、煤矿、天然气等的资源优势,建设陕北

能源化工基地,能源支柱产业不断壮大,同时其第一、
二、三产业均有较大突破,2000—2016年榆林市和延

安市的GDP分别从105.05亿元和130.63亿元增长

到2773.05亿元和1082.91亿元,经济实现飞跃式

发展,位居全省前列。但是,由于这些县市农业人口

较多,城镇化水平较低,使得土地利用经济和社会效

益提升速度快于城镇化。
(2)受GDP政绩考核体制影响,区域发展仅仅

重视土地利用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忽视生态

效益的改善。2007年、2008年、2011年、2012年陕西

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GDP占比均低于0.9%这一

合理值,导致生态环境防治的财政支持不足[27],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研究期间陕西省土地利用生态效益提

升速度远低于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增加速度,以及城镇

化速度。因此,未来应继续支持农业高新技术的研发

和推广利用项目,减轻土地的农业三废负荷;提高环

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完善绿色GDP考核

机制,实行差别化考核制度,建立环境保护问责机制。
(3)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城镇人口持续增

加,对住房、交通、基础设施等建设用地的需求不断增

加,城市地域的外延平面式扩张,而这种扩张方式导

致城市土地利用数量不断增加,但土地利用方式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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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并未得到有效提升。如西安

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及渭南市等县区的城镇化

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土地利用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也

印证了国内诸多学者所提出的中国城市化过度注重

发展速度,而忽视发展质量的现实问题[6,28]。

4 结论与讨论

2000—2016年陕西省土地利用各项效益均呈上

升趋势,其中经济效益上升最快。各县域城镇化水平

总体均有所提高,空间差异明显。除生态效益外,全
省各县区的经济、社会和综合效益与城镇化协调性总

体较好,呈现正的空间相关性,二者发展速度存在差

异。城镇化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综合效益协调性

分布相对一致,其中较高区域主要在全省北部,较低

区域在陕西省西南部集聚分布;与生态效益协调性较

高区域零星分布在陕西省西南部,较低区域集中分布

在全省西北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重经

济、轻生态的GDP政绩考核体制是影响城镇化与土

地利用效益发展不同步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以县域为评价单元,构建了县域土地利用效

益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改进TOPSIS
法、GIS空间数据分析技术,既分析了各项效益(如经济、
社会、生态等效益)分别与城镇化的协调性,也通过土地

利用效益与城镇化率的增长速度识别出了协调类型,这
与以往研究单纯分析土地利用综合效益与城镇化水平

的协调耦合程度[26,29]相比,是一种新的尝试。城镇化和

土地利用效益处于动态变化中,采用其增长率来评价其

协调性,能够明晰识别出土地利用各项效益与城镇化

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空间异质性,对同类研究也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变革中在空间地域上人口

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也是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

转变的过程[30],但是,本研究中的城镇化仅考虑了人

口城镇化,未能将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等纳入城

镇化测度体系,未来研究可尝试基于新型城镇化视

角,对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的时空协调性关系进行

更深层次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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